
2023.11劳动经济与劳动关系
LABOR ECONOMY AND LABOR RELATIONS

一、引言

AI(人工智能)、Big Data(大数据)、Cloud(云计算)
与零售、物流、服务产业的深度融合，推动了零工经

济的蓬勃发展，也衍生出零工工作者这一崭新的职

业。零工经济不仅重构了就业形态，还颠覆了人力

资源的管理模式，将传统“线下”人力管理转至“线

上”算法控制，实现平台对零工工作者的“全景监督”

和控制[1-2]。算法控制是指在线劳动平台运用算法对

零工工作者进行智能任务分配、过程追踪监督以及

动态工作评估，以确保服务结果与平台目标一致的

过程[3]。随着平台“算法热”的升温，算法控制的有效

性随之受到热议，当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方

观点认为算法控制对于零工工作者的认知、态度和

行为表现存在积极的影响。Rosenblat和 Stark研究

认为算法系统嵌入的奖励机制能够提高零工工作者

的平台工作体验感和效能感，进而促进其工作表

现[4]；Kellogg等研究分析发现，算法采用的线上控制

能够使零工工作者摆脱受管理者直接领导和面对面

交流的束缚，从而降低他们的工作压迫感和心理不

安全感体验[5]；裴嘉良等通过实证数据分析也表明，

工作过程中的行为指导和实时反馈机制会使零工工

作者将算法控制视为挑战性压力，能激发其提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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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绩效水平[2]。另一方观点认为算法控制会对零工

工作者产生消极效应。具体而言，算法控制中的行

为约束、时效要求和扣罚机制违背了平台倡导的灵

活自主的工作模式，导致零工工作者陷入疲于奔命

的“赶工游戏”，产生负面情绪和工作不安全感 [6-7]。

Cutolo和Kenney分析同样指出，算法控制使自由工

作者陷入“非自由”状态，使其面临诸多约束和威胁，

俨然已成为“平台依赖性创业者”[8-9]。鉴于现有分析

存在的分歧，研究者亟待突破传统单一视角(促进或

抑制)考察算法控制的有效性，全面系统看待算法控

制对零工工作者存在的双刃剑效应。

零工工作者对于平台企业而言是一种稀缺资

源[10-11]，如何增加平台企业与零工工作者黏性以促进

零工工作者在线工作时长，是平台企业在市场竞争

中取胜的关键所在，也是平台企业运用算法控制的

初衷。可见，算法控制能否促进零工工作者延长在

线工作时长是衡量算法有效性的重要指标 [8，12]。然

而，当前并没有研究考虑算法控制对零工工作者在

线时长产生的影响，而零工工作者离职率飙升的背

后是否也存在算法的潜在影响，这些问题有待我们

深入展开分析。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13-14]，算法控

制作为重要信息源，会向零工工作者传递任务信息

和平台指令，进而通过影响情绪和认知引发相应行

为反应[15-16]。据此，本研究试图从情绪和认知两个视

角揭示算法控制对零工工作者在线工作时长的双刃

剑影响机制。从认知视角看，算法在工作过程中提

供的规范指导和实时绩效反馈很可能会被零工工作

者解读为帮助其完成任务目标的一种组织支持，有

利于激发他们对平台任务的专注度和认同感，进而

提升在线工作时长的意愿。因此，本研究选择工作

卷入作为中介变量来验证算法控制的积极路径机

理。从情绪视角看，算法对工作任务的时效要求、全

景监督和扣罚机制会给零工工作者传递压力信息，

使其产生焦虑、不满和反抗等不良情绪，抑制在线工

作时长意愿。因此，本研究引入消极情绪作为中介

变量来验证算法控制的消极路径机理。

考虑到算法控制的双刃剑效应，如何在提高算

法控制积极效应的同时，削弱其潜在的消极影响也

是本研究重点探讨的问题。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

论，个体对信息加工过程不仅受平台算法信息源的

直接影响，还会受工作/任务情境的影响 [13]，工作/任
务情境特征会影响零工工作者对算法控制信息源的

加工和理解，进而形成相应的认知和情绪反应 [14]。

因此，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引入一个与算

法控制密切相关的任务情境调节变量——工作游戏

化。具体而言，当工作游戏化水平较高时，“徽章”

“积分”“排行榜”等游戏化元素能够让零工工作者更

通俗易懂地了解自身的工作状况以及更关注平台所

传递的信息反馈，并且这些游戏化元素能够提升零

工工作者执行任务过程中的情绪体验和成就感，即

增加零工工作者对算法控制的组织支持感和缓解其

焦虑状态[17-18]。相反，当工作游戏化水平较低时，算

法控制中的消极信息线索会被放大解读 [19]，负面效

应也会被强化。

综上，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聚焦于算

法控制对零工工作者在线工作时长的双刃剑效应，

将工作卷入和消极情绪纳入分析框架中，从情绪和

认知路径分析算法控制对在线工作时长的中介作

用，以及工作游戏化的调节效应。通过上述分析，本

研究理论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证实算法控制会对

零工工作者行为表现产生双刃剑效应。二是将工作

卷入和消极情绪引入研究模型中，同时从促进和抑

制两个方面揭示算法控制对零工工作者在线工作时

长潜在的作用机制“黑箱”。三是引入工作游戏化作

为边界条件，试图将游戏化情境引入算法系统以促

进算法控制的积极效应，抑制其消极影响。这些研

究结论为人们全面认识算法控制有效性，帮助平台

更好优化算法提供有效指导。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提出，个体所处环境存在的

各类社会信息源(如领导、同事和顾客等)都会向其有

意或无意传递社会信息线索[13-14]。个体通过对这些

信息线索的解读和加工，形成对所处环境的认知和

情绪体验，进而影响其态度和行为反应。个体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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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社会各类信息进行逐一解读，而是会甄选出与

自身密切相关的可信信息源[15]。由于在线劳动平台

主要依靠算法对零工工作者进行管理和控制，因而

零工工作者通常会将平台算法控制传递出的信息理

解为组织的要求，并根据对信息的解读形成相应的

认知和情绪，从而产生行为反应[20-21]。尽管现有研究

大多借助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从认知视角探究管理行

为对工作者的影响机制，如离职意愿[22]、组织公平感

知[23]等，但也有学者提出，零工工作者对平台管理的

信息加工和理解也会影响其情绪，进而产生相应行

为反应 [24]。因此，情绪和认知很可能是联结算法控

制与在线工作时长的关键潜在中介机制。

(一)算法控制与在线工作时长

在线工作时长是指零工工作者在某一平台上持

续工作的实际时间 [25]。既有研究表明，组织管理行

为、员工认知和情绪是影响个体工作时长的重要因

素[25-26]。算法控制作为一种平台管理实践，很可能会

对零工工作者的在线工作时长产生影响。

算法控制与零工工作者在线工作时长之间的关

系可以通过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来解释。在零工工作

情境中，零工工作者主要以算法控制传递出的指令

作为平台管理的信息线索，通过对这些指令信息线

索的认知、加工和理解，形成自身的判断，进而塑造

他们随后的行为反应[13，20]。具体而言，算法控制对任

务过程中采取的实时追踪、监控以及严苛扣罚机制

(如扣薪、封号、取消优先接单权)等管理措施所传递

的信息线索，会给零工工作者带来潜在的剥夺感和

压迫感[6]，从而负向影响他们的行为反应，包括降低

在线工作时长。另外，算法通过不断压缩任务时长

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顾客体验感，使零工工作者身心

资源陷入损耗螺旋，加之对算法规则不透明、算法霸

权等平台信息线索的加工和理解，都会给零工工作

者带来更多的工作威胁感和不确定性感知[2，8]，进而

抑制其平台的持续工作意愿。综上，本研究提出假

设1：
假设1：算法控制对零工工作者在线工作时长存

在负向影响。

(二)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

消极情绪是指个体在短期所体验到的焦虑、不

安及愤怒等主观负面感受 [27]，组织管理行为是影响

个体消极情绪的重要情境要素。根据社会信息加工

理论[13，16]，算法控制所营造的“赶工游戏”“全景监督”

“算法不透明”等负向信息线索会导致零工工作者产

生消极情绪体验，进而抑制其平台在线工作时长。

首先，算法控制会诱发零工工作者产生消极情

绪。一方面，平台过分追求效率和客户服务体验，不

顾零工工作者的身心耐力极限不断压缩任务时限，

并以严格的扣罚机制(封号、扣薪、取消优先接单权

等)对零工工作者辅以监督[2，28]，这些“冰冷”的算法镣

铐措施所传递的信息线索会导致零工工作者持续陷

入高负荷、快节奏的“赶工游戏”之中。然而，这种持

续高压工作状态会严重损害零工工作者的身心健

康，导致他们产生焦虑、抑郁、不安等消极情绪 [28]。

另一方面，算法通过大数据和追踪系统对零工工作

者进行动态“全景监督”，违背了在线劳动平台所倡

导的灵活自主的工作状态，并且使零工工作者失去

对工作过程的控制权，这些信息线索同样也会加剧

零工工作者的消极情绪反应[6-7]。此外，算法控制缺

乏伦理性和人文关怀[7]，并且运算过程存在不透明[3]，

这些担忧和困惑会降低零工工作者对算法控制的信

任感，引发他们的郁闷、不满等不良情绪反应。

其次，零工工作者消极情绪会抑制他们的在线

工作时长。一方面，消极情绪状态会使零工工作者

难以迅速、有效对外在环境和事件做出反应，导致他

们理解和处理工作任务信息效率降低，从而负面影

响工作投入效率和意愿 [29]。另一方面，零工工作者

消极情绪的调节需要损耗个体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资

源[30，31]，因而会一定程度上削弱他们在工作中资源投

入水平，抑制在线工作时长。此外，相关研究也指

出，消极情绪状态通常会导致个体采取防御型投资

策略，从而实施更多的偏差行为，包括降低出勤率、

迟到早退等[32-33]。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消极情绪在算法控制与在线工作时长的

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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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作卷入的中介作用

我们推测，算法控制影响零工工作者在线工作

时长，既有情感成分，也有认知成分 [34]。因而，除了

通过情绪路径抑制在线工作时长外，算法控制还可

能会通过认知路径促进零工工作者的在线工作时

长。在算法控制系统中，尽管诸如“赶工游戏”“全景

监督”这些负面管理信息线索会导致零工工作者产

生消极情绪，但算法作为一种平台管理实践是辅助

零工工作者高效、准确完成工作任务的技术伙伴。

因此，算法控制在给零工工作者带来压力的同时也

很可能是一种潜在的技术福利。

工作卷入是指个体对所从事工作的心理认同程

度或信念 [35]，这种心理状态会对个体行为反应产生

显著的影响 [36-37]。既有研究表明，个体需求满足程

度、组织支持感是影响工作卷入的重要因素[38]。因

此，算法控制作为一种组织管理实践方式，很可能会

通过工作卷入影响零工工作者的在线工作时长。首

先，我们认为算法控制会正向影响零工工作者工作

卷入。具体而言，一方面，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

论[13-14]，算法控制作为零工工作者执行任务的信息来

源，会向零工工作者传递大量与工作相关的信息，如

任务分配、最优路线和服务要求等 [2，21]，满足零工工

作者在执行任务前充分理解任务情况的需求，有助

于提升他们对算法控制的认同感和支持感。另一方

面，算法控制会向零工工作者即时传递任务进度、任

务注意事项和服务绩效等信息反馈[5]，满足零工工作

者实时了解任务的信息需求，有助于提升他们对平

台工作的确定性感知和工作动力，实现零工工作者

的工作卷入。

进一步地，工作卷入能够促进零工工作者的在

线工作时长。社会信息加工理论指出，个体会根据

对外部信息线索的加工形成相应的认知，进而影响

其行为反应[13-14]。既有研究表明，个体工作卷入水平

较高时，通常会对工作拥有更高的投入度和专注

度 [38]，并主动寻求解决对策以应对工作中的挑战。

此外，工作卷入有利于个体塑造更高的内部人身份

感知，从而对组织和任务拥有更强责任意识，增加其

主动工作意愿[37，39]。在本研究中，算法控制为零工工

作者提供完成任务所需的任务信息支持，指导或支

持他们有效、超额完成工作任务。因而，这些信息线

索会提升零工工作者对平台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并

激发他们主动延长平台在线工作时长。综上，本研

究提出如下假设3：
假设3：工作卷入在算法控制与在线工作时长的

关系中发挥中介作用。

(四)工作游戏化的调节作用

工作游戏化是指在工作情境中应用游戏功能来

提高工作者绩效的管理实践，这并不意味着将工作

变成游戏，而是使用游戏功能来指导和激励期望的

员工行为[17，40]。工作游戏化是零工经济下的一种新

兴管理理念，即运用积分、关卡、徽章、排行榜和角色

榜等游戏化元素嵌入工作设计中，让零工工作者在

工作中有类似玩游戏的体验。既有研究表明，工作

游戏化能够促进工作者形成积极的认知、情绪和行

为表现[18，41]。根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个体对社会信

息的解读除了会受信息源(领导、同事和顾客等)的直

接影响外，还会受到外部情境的影响[13，16]。因此，本

研究认为，工作游戏化能够影响算法控制与零工工

作者情绪和认知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工作游戏化在强化算法控制与零工工

作者工作卷入间的积极效应的同时，也能够缓解算

法控制对消极情绪产生的影响。一方面，当任务情

境中的工作游戏化水平较高时，零工工作者通过“徽

章”“积分”“排行榜”等游戏化指标能够更容易获得

和理解算法控制所传递的任务信息和绩效反馈，如

阶段目标、任务差距、绩效水平等[40-41]。这些指标化

信息线索会让零工工作者更全面清晰了解自身工作

表现和绩效，有利于增加他们对算法控制的任务支

持和工作意义感知 [42]，进而促进零工工作者的工作

卷入。另一方面，在工作游戏化水平较高的任务情

境中，“徽章”“积分”“排行榜”等游戏化指标也会给

零工工作者带来更多显著的成就感和效能感，并且

“层层闯关”“打怪”的游戏化情境会营造更为轻松、

愉悦的工作氛围[43-44]。这种轻松、活跃的游戏化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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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更容易让零工工作者忘却算法控制带来的紧

迫、压制感，缓解他们的工作焦虑和不安情绪。

相反，当任务情境中的工作游戏化水平较低时，

会降低算法控制信息传递的质量和执行任务的趣味

性，从而负向影响零工工作者的认知和情绪。具体

而言，缺乏游戏化评价指标会导致零工工作者减少

对算法信息的关注度和兴趣[2，45]，从而削弱零工工作

者对算法控制的支持感知，负向影响工作卷入程

度。与此同时，在低游戏化任务情境时，零工工作者

会体验到更少的工作愉悦度和效能感，此时会更关

注算法控制所传递出的“高标准严要求”信息线索，

体验到更多的平台压力和焦虑，加剧其对在线工作

的反感和抵抗心理，导致零工工作者不良情绪被放

大[46-47]。综上，本研究提出假设4a和4b：
假设 4a：工作游戏化对算法控制与工作卷入的

作用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假设 4b：工作游戏化对算法控制与消极情绪的

作用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假设推导，本研究进一步提出被调节

的中介效应，即算法控制通过工作卷入和消极情绪

影响在线工作时长的双路径会受工作游戏化的调节

作用。当工作游戏化水平较高时，工作卷入的中介

作用被强化，消极情绪的中介作用被弱化。因此，本

研究提出假设5a和5b：
假设 5a：工作游戏化正向调节工作卷入在算法

控制与在线工作时长之间的中介作用。

假设 5b：工作游戏化负向调节消极情绪在算法

控制与在线工作时长之间的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图1理论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和数据收集过程

本研究采用匿名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数据，调

研对象来自中国长三角地区的 282名全职外卖骑

手。为降低共同方法偏差影响，本研究通过三阶段

调研的形式开展问卷调查，分别在三个时间点收集

核心变量数据。出于对外卖骑手就业流动性较大的

考虑，我们将每两个时间点的间隔设定为两周，以确

保获得完整的三阶段数据。具体而言，问卷发放在

多个平台站长协助下完成，利用外卖骑手晨会进行

现场调研，被试者需填写手机号码后四位作为问卷

的编码，以保障三阶段问卷数据的精确匹配。为激

励被试填写问卷的积极性和细致性，对每次填写问

卷完整的被试者，给予10元人民币的红包报酬。

本研究的第一次调查主要收集算法控制、工作

游戏化和控制变量数据，发放了400份问卷，实际收

回351份问卷数据。间隔两周后，开展第二次调查，

主要收集工作卷入和消极情绪变量数据，同样发放

400份问卷，实际收回336份问卷数据。与第二次间

隔两周后开展第三次调查，主要收集零工工作者在

线工作时长数据，也发放了 400份问卷，实际收回

320份问卷数据。在完成三次调查后，去掉匹配失败

的、漏答题目过多、有，明显作答规律的问卷数据，最

终有效样本为282份，有效回收率为70.5%。样本的

具体信息如下，男性骑手占比 96.80%，62.80%的骑

图1 本研究理论研究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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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在25岁以下，91.49%的骑手为大专及以下学历。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问卷量表均来自国内外应用较为广泛的

量表，调研团队根据研究内容和场景对量表进行了

适当修订，以确保量表符合研究情境。所有量表问

卷设计均采用Likert五点打分法进行测量，选项分为

5个不同的强度，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

同意”。

算法控制。本研究采用裴嘉良等[2]开发的三维

度11条目量表，代表性条目如：“算法(平台APP)按照

平台标准对我的工作做出了规范指示”“算法(平台

APP)自动地评估我的工作完成质量”“当我工作未能

满足平台要求时，算法 (平台 APP)会对我进行罚

款”。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9。
工作卷入。本研究采用Kanungo[35]开发的 9条

目量表，代表性条目如：“我的大部分个人生活目标

是以平台工作为导向的”“我大部分的兴趣和我的

平台工作有关”。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值为0.91。

消极情绪。本研究采用Watson等[29]开发的 5条
目量表，代表性条目如：“我在平台工作中会感觉到

苦恼”。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3。
工作游戏化。本研究对工作游戏化的测量借鉴

Zhang[42]开发的有形奖励、无形奖励和徽章升级三维

度9条目量表。根据本研究情境对条目表述进行修

订，代表性条目如：“平台游戏化功能会根据任务行

为(如冲单奖、抢单奖、服务奖等)提供有形奖励”“平

台游戏化升级机制鼓励我获得更高的徽章和排行”

“高级徽章可在平台获得专属奖励和关怀”等，本文

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71。
在线工作时长。本研究以APP在线工作时长来

衡量零工工作者的工作时长，提问条目为“您近两个

星期以来，平均日在线工作时长为多少个小时”。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对工作时长的相关文献讨

论[2，12]，本研究选取性别(男性=1，女性=2)、年龄(1=18
岁以下，2=18—25岁，3=26—30岁，4=31—40岁，5=
41—50岁，6=51—60岁)、学历(1=初中及以下学历，

2=高中学历，3=大专学历，4=本科及以上学历)作为

控制变量，以控制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在线工作

时长产生的影响。

四、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本文采用AMOS22.0和 SPSS21.0软件对数据进

行验证。首先，采用AMOS22.0进行验证性因子分

析，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其次，运用 SPSS21.0对
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相关性分析；最后，通过

SPSS21.0的Process程序进行Bootstrap假设验证。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由于在线工作时长采用单条目进行测量，因此，

本研究仅对算法控制、工作卷入、消极情绪和工作游

戏化四个变量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分别检验四因

子、三因子、双因子和单因子模型，验证各变量间的

区分效度。结果如表 1所示，四因子模型拟合度(χ2/
df=2.316，RMSE=0.066，TLI=0.949，CFI=0.901，IFI=
0.952，SRMR=0.042)要优于其他 3个可供选择的模

型，这充分证明了算法控制、工作卷入、消极情绪和

工作游戏化属于不同的构念，量表具有良好的构念

效度。

(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本研究数据来自员工自评，调查过程中虽采取

匿名的三阶段时间点收集数据，但仍然无法确保完

全消除同源偏差问题。因此，本研究运用Harman单
因素分析法对同源误差进行检验。首先，进行未旋

转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共提取出5个特征值大于

1的公共因子，且第一个公共因子只能解释整体变异

量的 23.35%，低于 Podsakoff等 [48]推荐的 40%的判断

标准，说明本研究数据没有严重的同源误差。但是，

运用Harman单因素分析方法检验同源误差存在不

灵敏问题，因此，本研究还采用不可测量因子的检验

方法。该方法主要通过构建共同方法变异因子模

型，比较该模型拟合指数是否优化四因子模型。如

表1所示，加入共同方法变异因子的不可测量因子模

型虽然与基准模型(四因子模型)相比，发生了显著变

化 (Δχ2/Δdf=116.320(18)，p＜0.001)，但 CFI、TLI 和

RMSE等各项拟合指标改善程度均在0.02以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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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度并未得到显著改善，说明本研究共同方法偏

差对研究结论造成的影响不严重[49]。

(三)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本研究中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如

表2所示。算法控制与工作卷入、消极情绪显著正相

关 (r=0.226，p＜0.01；r=0.293，p＜0.01)。同时，工作

卷入与在线工作时长显著正相关(r=0.205，p＜0.01)，
消极情绪与在线工作时长显著负相关(r=-0.612，p＜
0.01)。上述相关性分析结果初步对本研究假设提供

支持。

(四)假设检验结果

本研究通过 Preacher和Hayes推荐的 Process程
序进行Bootstrap分析验证双中介路径模型，以增强

稳健性。具体操作中，在Process程序中选择模型4，
并设定 5000次抽样数和 95%的置信区间，将自变量

(算法控制)、中介变量(消极情绪、工作卷入)、结果变

量(在线工作时长)以及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同
时放入Process程序，最终得出分析结果。路径分析

结果如表3所示，包含各变量间的路径系数和中介效

应系数，即算法控制分别通过工作卷入和消极情绪

对在线工作时长产生的间接效应。

如表3路径分析结果所示，算法控制与零工工作

者在线工作时长显著负相关(β=-0.247，p＜0.001)，
假设1得到验证。此外，算法控制与消极情绪显著正

相关(β=0.293，p＜0.001)，消极情绪显著负向影响在

线工作时长(β=-0.590，p＜0.001)，进一步地，算法控

制通过消极情绪影响在线工作时长的间接效应值

为-0.173，95%的置信区间为[-0.242，-0.110]，不包

含0。因此，算法控制通过消极情绪对在线工作时长

产生显著的间接负向影响，假设2得到验证。

同样地，算法控制与工作卷入显著正相关(β=
0.226，p＜0.001)，工作卷入显著正向影响在线工作

时长(β=0.275，p＜0.001)。进一步，算法控制通过工

作卷入影响在线工作时长的间接效应值为 0.062，
95%的置信区间为[0.106，0.286]，不包含0。因此，算

法控制通过工作卷入对在线工作时长产生显著的间

注：N=282，四因子模型：算法控制、工作卷入、消极情绪和工作游戏化；三因子模型：工作卷入和消极情绪合并为一个因子；二

因子模型：工作卷入、消极情绪和工作游戏化合并为一个因子；单因子模型：四个变量合并为一个因子。

表1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模型

四因子模型

不可测量因子模型

三因子模型

二因子模型

单因子模型

χ2/df
2.316
1.896
3.192
3.715
6.157

Δχ2(Δdf)
/

116.320(18)***
397.558(4)***
1329.406(4)***
2365.501(6)***

CFI
0.901
0.909
0.820
0.710
0.448

TLI
0.949
0.951
0.846
0.689
0.410

IFI
0.952
0.950
0.848
0.739
0.495

SRMR
0.042
0.041
0.085
0.110
0.215

RMSE
0.066
0.065
0.085
0.095
0.131

注：N=282，*表示p＜0.5，**表示p＜0.01。

表2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

变量

1.性别

2.年龄

3.学历

4.算法控制

5.在线工作时长

6.工作卷入

7.消极情绪

8.工作游戏化

均值

1.03
2.52
2.87
3.81
11.51
3.11
3.07
2.89

标准误

0.08
0.36
0.56
0.93
2.73
0.99
0.98
0.71

1

0.032
-0.005
-0.028
-0.038
0.006
0.067
0.051

2

-0.008
0.163*
-0.057
0.076
0.082
-0.059

3

0.002
0.054
0.128*
-0.106
-0.215

4

-0.247**
0.226**
0.293**
-0.214**

5

0.205**
-0.612**
-0.047

6

-0.476**
0.101

7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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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正向影响，假设3得到验证。

本研究同样采用Bootstrap法检验模型的简单调

节效应，具体而言，选择 Process程序中的模型 1，并
设定 5000次抽样数和 95%的置信区间。将自变量

(算法控制)、中介变量(消极情绪、工作卷入)、调节变

量(工作游戏化)及控制变量(性别、年龄、学历)同时放

入Process程序，从而获得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如表4模型1所示，算法控制与工作卷入显著正

相关(β=0.216，p＜0.001)，模型2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

入算法控制与工作游戏化中心化后的交互项，结果

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β=0.136，p＜0.001)，即工作游

戏化对算法控制与工作卷入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

著，假设4a成立。另外，如表4模型3所示，算法控制

与消极情绪显著正相关(β=0.316，p＜0.001)，模型 4
在模型3的基础上引入算法控制与工作游戏化中心

化后的交互项，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β=-0.135，

p＜0.05)，即工作游戏化对算法控制与消极情绪间关

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假设4b成立。

本研究采用Edwards和Lambert[50]提出的差异检

验方法。结果如表5显示，当工作游戏化水平较高时

(均值+1标准差)，算法控制通过工作卷入影响在线工

作时长的间接效应显著 (Indirect effect=0.111，SE=
0.032，95%置信区间为 [0.055，0.187])；而当工作游

戏化水平较低时 (均值-1 标准差)，间接效应不显

著 (Indirect effect=0.036，SE=0.020，95%置信区间为

[-0.001，0.079])。同时，高低组间的间接效应差值显

著 (Indirect effect=0.075，SE=0.021，95%置信区间为

[0.006，0.116])。因此，假设5a成立。同样地，当工作

游戏化水平较高时 (均值+1 标准差)，算法控制通

过消极情绪影响在线工作时长的间接效应不显

著 (Indirect effect=-0.083，SE=0.067，95%置信区间为

[-0.212，0.051])；而当工作游戏化水平较低时(均值-1

表3 路径系数结果

路径

算法控制→工作卷入

算法控制→消极情绪

算法控制→工作时长

工作卷入→工作时长

消极情绪→工作时长

算法控制→工作卷入→工作时长

算法控制→消极情绪→工作时长

路径系数

0.226
0.293
-0.247
0.275
-0.590
0.062
-0.173

标准误

0.056
0.055
0.056
0.052
0.048
0.019
0.034

p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偏差矫正95%置信区间

[0.116，0.336]
[0.184，0.401]

[-0.356，-0.137]
[0.166，0.383]

[-0.683，-0.496]
[0.106，0.286]

[-0.242，-0.110]

表4 工作游戏化对算法控制与工作卷入、消极情绪的调节作用

注：N=282，*表示p＜0.5，***表示p＜0.001。

变量

性别

年龄

学历

算法控制

工作游戏化

算法控制×工作游戏化

F
ΔR2

工作卷入

模型1
b

-0.173
0.026
0.015

0.216***
-0.025

3.868
0.061***

SE
0.114
0.056
0.066
0.060
0.059

模型2
b

-0.166
0.026
0.021

0.246***
0.016

0.136***
3.982

0.075***

SE
0.113
0.056
0.066
0.062
0.063
0，065

消极情绪

模型3
b

0.218*
0.054
-0.039

0.316***
0.105

7.431
0.111***

SE
0.111
0.055
0.065
0.059
0.058

模型4
b

0.211
0.054
-0.046

0.286***
0.064

-0.135*
7.015

0.125***

SE
0.110
0.051
0.064
0.060
0.061
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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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差)，该间接效应显著(Indirect effect=-0.244，SE=
0.042，95%置信区间为[-0.330，-0.166])。同时，高低

组间的间接效应差值显著(indirect effect=0.161，SE=
0.039，95%置信区间为[0.006，0.159])。因此，假设5b
成立。

五、结论

本研究以282位全职外卖骑手为样本，基于社会

信息加工理论，通过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分

析了算法控制通过工作卷入和消极情绪影响零工工

作者在线工作时长的内在作用机制以及工作游戏化

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算法控

制对零工工作者在线工作时长显著负相关；算法控

制既能通过增加零工工作者工作卷入促进在线工作

时长，也会通过诱发零工工作者消极情绪抑制在线

工作时长；工作游戏分别正向和负向调节算法控制

与工作卷入、消极情绪间的正向关系；同时算法控制

也会调节工作卷入和消极情绪的中介路径，即当平

台工作游戏化程度较高时，工作卷入的正向中介作

用会被强化，消极情绪的负向中介作用会被削弱。

(一)理论贡献

首先，本研究证实了算法控制对零工工作者在

线工作时长同时存在促进与抑制效应，为人们全面

认识算法控制有效性提供了理论基础。先前绝大多

数研究仅从单一视角探讨算法控制的促进作用(增
加心理安全感[5]；产生挑战性评价和提升服务绩效[2])
或抑制作用(降低工作安全感[6]；产生工作不公感[3])，
没有全面考虑算法控制是否具有双刃剑效应。不同

于以往研究，本研究基于社会信息加工理论，在同一

理论框架内同时考察和验证了算法控制对零工工作

者在线工作时长的促进和抑制效应，研究结论有效

回应了以往算法控制影响效应的分歧和矛盾。

其次，从情绪和认知视角揭示算法控制与在线

工作时长的作用机制“黑箱”，拓展算法控制有效性

的中介机制研究视角。现有研究主要探讨算法控制

影响效应的认知中介机制[2，4]，鲜有从情绪视角考察

算法控制与工作行为间的关系。本研究整合了情绪

和认知双重路径：(1)在认知路径上，与以往算法控制

会产生积极效应的认知相一致[4，12]，本研究验证了算

法控制与工作卷入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本研究

将算法控制对个体认知产生的积极影响延伸至后续

行为表现，拓展了算法控制的认知路径研究。(2)在
情绪路径上，本研究证实了算法控制通过诱发零工

工作者消极情绪进而抑制其在线工作时长，是导致

零工工作者离职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前置因素。我们

的发现一方面回应了算法控制是否是引发零工工作

者高离职率的潜在困惑，另一方面支持了算法控制

存在阴暗面的论述[6-7]。总而言之，本研究将认知和

情绪同时纳入研究框架，丰富了算法控制对零工工

作者行为反应潜在中介机制的理论研究。

最后，本研究从游戏化视角拓展算法控制有效

性的边界条件。当前，大多学者从工作者视角探讨

算法控制的边界条件，如零工职业类型[2]。Dionne等
认为管理有效性不单取决于管理行为，更会受工作

情境的影响[51]，即个体所处的工作情境不同，其管理

效果也会存在差异。与该观点相同，本研究发现工

作游戏化作为重要的情境要素，也是影响算法控制

有效性的重要条件。当工作游戏化程度较高时，算

法控制能够传递出更清晰的工作信息，促使零工工

表5 间接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中介变量

工作卷入

消极情绪

调节变量取值

高工作游戏化(均值+1标准差)
低工作游戏化(均值-1标准差)
高低组间接效应差值

高工作游戏化(均值+1标准差)
低工作游戏化(均值-1标准差)
高低组间接效应差值

间接效应

0.111
0.036
0.075
-0.083
-0.244
0.161

标准误差

0.032
0.020
0.021
0.067
0.042
0.039

偏差矫正95%置信区间

[0.055，0.187]
[-0.001，0.079]
[0.006，0.116]
[-0.212，0.051]
[-0.330，-0.166]
[0.006，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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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更专注于工作任务。同时，工作游戏化的功能

场景使零工工作者在工作过程中更能体会到完成任

务的快乐，缓解消极情绪的产生。通过验证工作游

戏化的调节作用，本研究揭示了在不同的工作游戏

化情境下算法控制作用效果的差异，为促进算法控

制积极影响，缓解其消极作用提供了有益参考。

(二)实践启示

考虑到算法控制对在线工作时长的双刃剑效

应，平台需要全面、系统地看待算法控制，不能盲目

推崇或抵制。首先，要持续强化算法控制的积极效

应。具体而言，在算法优化设计过程中，平台可丰富

和延伸算法控制信息传递的功能和内容，为零工工

作者提供更全面、更透明和更便捷的任务信息支持，

例如，提升算法信息接收的便捷性和即时性，为外卖

骑手提供语音播报的安全头盔；即时更新算法的定

位系统，为外卖骑手或滴滴司机提供更为准确的即

时定位信息。通过完善平台算法的信息支持服务能

力，强化零工工作者对平台的归属感和自我效能感，

进而提升平台在线工作时长。

其次，要抑制算法控制的消极效应。算法控制

的消极效应主要源于“实时追踪”和“严苛扣罚”引发

的消极情绪，因而平台管理者要重点解决这两方面

的压力问题。一方面，平台可采取差异化的追踪管

理机制，基于零工工作者任务绩效和顾客评价维度

将零工工作者划分为不同的类别。例如，对表现良

好的工作者采取以“结果监控为主，过程监控为辅”

替代目前“以过程监控为主，结果监控为辅”的模式，

充分给予零工工作者工作自主权，而对于表现不稳

定或较差的工作者，继续实施严格的“过程监控”。

另一方面，平台需要更加注重平台与零工工作者互

动交流渠道的建设，杜绝平台单向管理和处罚，给予

零工工作者充分申诉和复议的机会。通过构建全方

位的互动交流机制来了解和解决工作者的疑虑、问

题和担忧，并及时给予关怀、尊重和支持。

最后，算法设计过程中要重视游戏化场景的嵌

入，以增强零工工作者的工作卷入和抑制消极情

绪。作为一种外部资源，工作游戏化使零工工作者

更愿意在平台中持续工作，以获得新的资源。平台

算法中可以嵌入更为丰富的工作游戏化场景和功

能，以最大限度发挥游戏元素对零工工作者任务行

为的引导作用。例如，允许零工工作者参与游戏化

情境的设计，使他们能够选择与任务行为最为匹配

的游戏元素和情境。另外，平台企业游戏化设计可

考虑增加“社交”和“沉浸”类的元素，更加强调游戏

化的趣味性和意义性体验。通过提高任务的愉悦性

来转移零工工作者的时间注意力，以缓解时效性带

来的焦虑感和算法严苛控制带来的枯燥感。

(三)局限性和未来展望

第一，本文虽开展了三阶段的调研设计，但所有

的问卷均来自员工自评的主观报告，因此变量间的

关系很可能存在一定的共同方法偏差，影响结论的

可靠性。未来研究可采用质性和多源数据来验证假

设以提高结论的准确性和扩大结论适用性。第二，

本研究证实了工作卷入和消极情绪在算法控制与在

线工作时长间存在的双刃剑效应，但这两个中介变

量并非属于同一构念下的两个维度，从而难以准确

判断两条中介路径效应的大小。未来研究可从信

息、技术视角，选择同一构念下的不同维度变量构建

双路径机制，进一步考查中介路径效应间的差异

性。第三，在边界条件上，本研究从工作情境入手，

仅关注工作游戏化的调节效应，并未考虑其他变量

的潜在调节作用，如平台申诉和反馈机制，是否也会

影响算法控制对零工工作者的反应。未来研究可考

虑更多的工作情境因素，探讨影响算法控制有效性

的权变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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